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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敘述中，包含着
相當之多的歷史主題和時代意義，例如
革命、戰爭、階層利益與權利的爭取
等。近代化本身是一個與外部世界接軌
的過程，因此在歷史事件的描述之中，
紀念章被賦予了較為特殊的內涵。紀念
章代表榮譽，更代表着在歷史敘述之
中，人與歷史之間的相互關聯和地位比
較。因此，紀念章具有無盡的歷史回憶
功能。

創建共和、保衛共和
共和，此一詞語在中國文化的內涵
中，真正與西方意義上的Republic相對
接，其實是來自於近代。它成為了當時
中國人探求未來國家道路和國體的根本
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歷史上的
思潮思想論戰之中，曾經產生過君主立
憲和民主共和之間的大辯論。其實就本
質而言，二者都是立憲政體。但是共和
派堅持認為，中國必須廢除帝王，將國
家的最高元首作為人民主權的象徵。因
為從形式層面來看，哪怕是在立憲政體
之下，君王雖然不掌握實權，但是仍舊
世襲其統治地位，且居於國家元首之
位，從這個角度而言，無法形成人人平
等的架構。因此，共和政體，實際上是
追求一種在人格尊嚴意義上的平等價
值。
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後，新成立的共
和政府，無論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
府，基於對共和政體的尊重，會頒發勛章或者紀念章作
為對參與共和革命有功人士的一種榮譽補償。共和革命
紀念章的意義在於，紀念章本身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是
授勛體制在中國確立的表現；同時，與中國傳統意義上
的改朝換代的政權更迭不同，古代的皇權更替，往往會
為有功的文臣武將頒發免死金牌，作為對其征戰以及出
謀劃策的表彰，可見其延續的仍舊是家天下的思維。但
是共和革命的差異在於，在理論上所確立的是全體國民
的公意所形成的政治合法性。所以，基於主權在民、人
人平等的共和精神，免死金牌的制度固然取消了，代替
的便是紀念章。
在紀念和表彰辛亥革命的紀念章中，如武昌起義重要
領導人熊秉坤，便獲得了五位章。這一紀念獎章呈現出
十字形，在設計上帶有極為強烈的西方藝術色彩。就紀
念章的色調而言，為了突出國家觀念以及共和國體的確
立，紀念章呈現出的是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的組合，這

一色彩恰好與當時新生的
共和民國的國旗色彩相同
並吻合。可見，紀念章完
全滌蕩了皇權專制的色
彩，具有氣象一新的共和
精神。
不單單是熊秉坤，武昌

起義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向
海潛，其獲得的文虎勛
章，也是由前文所述的五
種色彩所構成。所不同的
是，文虎勛章中的虎，帶
有極為強烈的中國水墨畫色彩，是中國傳統藝術的體
現。文虎，代表着勇猛背後的人文精神。這也是中國進
入共和時代之後所倡導的主旨。
除了建立共和之外，保衛共和也成為了紀念章的一大

題材。袁世凱背叛民國稱帝之後，以雲南領導人蔡鍔為

首的南方將領，組織了護
國軍，討伐袁世凱。保衛
共和紀念章便是這一歷史
背景的寫照。這一紀念
章，實質上是由雲南當地
的護國軍政府頒發，帶有
濃厚的雲南地方色彩。在
五色共和國旗兩側的馬和
雞的圖案，代表着雲南昆
明的金馬碧雞坊，那是護
國軍誓師出征的地方。因
此，可見共和價值已經成

為全國化的思想產物。

農民運動的寫照
除了革命與保衛共和，其實社會階層的權利爭取運

動，也成為了紀念徽章製作的一個重要題材。1924年，

當時由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奉行
聯俄方針，並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
國民革命的歷史中，開始逐漸發動佔
中國人口絕大多數比例和數量的農民
階層。而這一切，首先的工作便是要
在各地建立農會，並在廣州建立農民
運動講習所，培養農民運動的幹部。
伴隨農運而產生的紀念章，帶有那

個時代鮮明的特色。記者在廣州農講
所展廳看到，農運的紀念章，最為鮮
明的特色便是鋤頭——這一代表農民
生活的根本器械。中國古代一直都是
以農立國，歷代帝王也往往奉行重農
抑商的政策。可見，農民問題是中國
一直以來，被執政者所高度關注的問
題。在古代，也往往是農民起義對政
權的打擊最大。
邁入近代特別是革命時代之後，解

決農民與土地的問題，成為了當時的
革命者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當
時的國民革命運動以及北伐戰爭，農
民的支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從這
個意義上說，將鋤頭高高舉起，當時
對農民的重視以及解放，不僅僅是土
地分配的變更，其實更是農民尊嚴的
一次提升。這在中國歷史上是較具突
破性的一次嘗試。

香江的艱困歲月
在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中，二次世

界大戰時期，香港被日本佔領的歲
月，給老一代香港人留下了極為痛苦的回憶。伴隨着戰
爭與佔領的，是當時香港人的反抗運動。這其中不得不
提到的便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這是當時在香港已
經被日軍佔領之後，仍舊與日軍進行作戰的一支武裝力
量。
港九獨立大隊的紀念章，呈現出紅色以及五星狀。在

本港舉行的一些與抗戰有關的歷史題材的展覽中，港九
獨立大隊的老戰士往往都會佩戴這枚紀念章。這些耄耋
老者所希望的，便是後人能夠銘記這段歷史。
有學者向記者表示，紀念章或者獎章，本身是西方的

一種榮譽美學的產物，但是流傳入東方，必然會結合本
地化的文化移植與塑造。不僅僅有本土藝術的表現形
式，同時也有本土或是在地化的地標符號，有時設計上
也會加入更加合乎社會思潮的元素。這些組合，在某種
意義上都使得紀念章成為了敘述歷史、了解歷史的一個
非常便利的平台。

紀念章中看歷史
無論在香港還是中國內地，學習歷史、了解歷史的途徑其實非常之多。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方法，便是觀察各種古跡以及人文

展覽之中所展出的紀念章。紀念章所蘊含的價值，並不是紀念章本身所具有的文物意義或是工藝材質，而是其背後的歷史象徵

與人文內涵。從這個角度上看，紀念章所表現的歷史書寫方式，其實是一種理性客觀的歷史事實和人們內心的感性歷史圖景想

像的一個高度融合。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晚清中國開始逐步確立近代化教育，一個又一
個學堂的建立，衝擊着中國舊日的教育體制，也
給中國人的文化思維觀念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新
式學堂的教育不再局限於科舉八股，而是將人
文、數學、理工、醫學等知識，納入到教育體系
中，從而形成晚清教育發展中，有關新學和舊學
的巨大論戰和爭執。
新學與舊學，前者代表近代化的學堂教育，後
者則是八股取士制度的衛道士。二者之間的激烈
衝突，源自於究竟該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文化以
及外來世界中的一些先進事物。在洋務運動初
期，不少守舊派政界人士以及清流士大夫，將近
代化意義上的新學，視為是沒有倫理色彩、只是
滿足於機關技巧的小把戲。在他們的眼中，科舉
之學，乃是人心之學，上乘之學。
不過這種觀念，伴隨着甲午戰爭中，清國的失
敗而被邊緣化。隨即而來的爭論，已經不再是排
斥舊學，而是中體西用，將近代化意義上的西學
視為手段，而將傳統儒家思想觀念的「中學」，
視為是根本目的，主張二者齊頭並進。
從新學與舊學爭論一開始，有一種超脫論爭的
教育形式，成為了至今影響無數中國人的藝術源
泉——學堂樂歌。學生在近代化意義上的教育體系中，其人文思想與藝術
情操的培養和開啟，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音樂或是歌唱的能力訓練。與傳統

意義上的中國民歌不同，學堂樂歌
帶有極為強烈的新型教化、近代化
價值觀以及強烈的國家觀念。
例如，《勉學歌》、《中國男

兒》等歌曲，便是積極主張當時的
中國人要意識到國家處於危急存亡
狀態的警戒之中，應當為挽救國家
的危亡和富強而努力，開始着力培
養中國人近代化意義上的國家觀
念。
另一種類型的學堂樂歌，則帶有

明顯的蒙學、教化以及審美色彩。
例如《早春賦》、《送別》等。以
《送別》為例，其在日本更被稱之
為《旅愁》。而令人津津樂道的
《友誼萬歲》，在日本則被稱之為《螢之光》。在
日本，這支曲子被大量運用在畢業典禮、軍艦出海
等告別場合中，直至今日仍舊如此。在舊有的歌詞
中，《螢之光》的日語歌詞，不僅僅懷念同窗歲
月，也不僅僅表達對朋友離別的傷感，同時還強化
了極為濃厚的軍國色彩。也正因為如此，在二戰結
束之後，歌曲中帶有軍國色彩的歌詞，被刪除。

中國與日本曾經共有不少學堂樂歌，被不少中國留學日本的藝術家傳入
中國。中國的文學家們又重新進行了填詞，以更加合乎中國人的審美標

準。不過一個值得發人深省的事實是，當學堂樂歌大舉進入中國的生活教
育領域時，也就代表着中國人在當時的文化審美上，與歐美社會開始走
近。但恰恰是在中國奮力學習西方的時候，日本卻又走回到了傳統的道路
中，開始強調國粹文化、國學文化。與明治、大正兩位日本天皇在位時期
的音樂作品、特別是學堂歌曲風格相比，昭和時期的日本音樂，已經開始
國粹化，風格也就帶有強烈的本土色彩。
所以，當彼時的清國處在封閉之時，日本則齊頭猛進；當日本開始重拾

國粹、國學的時候，中國又進入西化的狀態。兩國同為東亞國家，但是在
近代以來的歷史脈絡中，則看出各自命運的感歎和差異。

文、攝：徐全

■■留日學生編纂的刊物留日學生編纂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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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戰爭紀念章

■■武昌起義紀念館武昌起義紀念館

■■農民協會徽章農民協會徽章

■文虎勛章 ■五位章 ■港九獨立大隊紀念章


